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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机动车“尾号限行”政策

——基于法经济学的视角

胡健毓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088）

摘要：《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延续了奥运期间机动车“尾号限行”的交通管制措

施，并在限行方式上做了调整。该类抽象行政行为对行为对象的权利和义务产生很大的影响，也涉及了多方的利益冲突。

在总结传统法学观点和分析思路的基础上，利用“公共利益理论”论证了机动车“尾号限行”立法的经济学依据，并且引入“成

本收益分析”方法分析该立法建议的影响，为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评估立法建议和政策的分析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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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北京城市人口和面积的不断加大，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不断加剧。交通拥堵问题的原因之一就是

机动车保有量激增，而且近年来增幅不断提高。截止到2010年2月底北京汽车保有量已达413.2万辆，其

中私人小汽车329.1万辆。进入21世纪以来的10年间北京市机动车年均增长25.1万辆，2009年净增量更

是高达51.5万辆[1]。

针对这一困扰北京交通和环境的长期难题，北京市交通部门于2008年奥运会期间下达了临时禁令，进

行了汽车尾号的“单双号”限行规则，保证了奥运会期间城市交通的顺利运行。2008年9月28日，北京市政

府出台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2]，将“尾号限行”做进一步调整并延续下来。其

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的相关规定 1 。该通告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牵涉多方利益，也引发了不同利益群体的

不同反应，归纳起来，限行措施的支持者主要观点：机动车限行可以缓解交通拥堵，减少尾气排放从而城市

环境。反对者的主要观点则集中于私家车主的私有财产权和道路通行权的行使受到限制，工作生活受到

不利影响。2010年12月23日，北京市政府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首都交通科学发展 加大力度缓解交

通拥堵工作的意见》，发布了未来多种管制手段来治理北京交通。

本文正文的第一部分将利用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界定“公共利益”，第二部分将从法经济学视角，利用

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来衡量机动车“尾号限行”这一行政行为。第三部分将得出结论，即北京市政府的《北京

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不仅缺乏宪法和法律依据、缺乏必要的行政程序而显失公平，

而且因为其没有对政策的制订和实施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而缺乏效率。

1 政府干预行为的界限——“公共利益”和“市场失灵”

1.1 物权法中有关“公共利益”的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

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七条规定：“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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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第四十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

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

《宪法》和《物权法》中对“公共利益”都有明确规定，但却也都未对“公共利益”做明确的界定。王利明

（2006）也认为，在操作层面界定“公共利益”难度非常大，建议当时未出台的《物权法》应该维持宪法关于公

共利益的抽象的表述，不必从正面界定和反面排除的方法来对公共利益的内涵加以规定[3]。大陆法系司法

的主要依据是法律规则而非法律原则，而《宪法》和《物权法》等相关法律又未对“公共利益”给出清晰界定，

所以在司法实践中为判断“公共利益”制造了巨大技术难题。法学界对“公共利益”主体——不确定多数人

并没有太大争议，矛盾主要集中于“公共利益”的客体及其范围到底是什么。

1.2 “公共利益”概念下的“尾号限行”政策：传统法学视角

对北京市政府的这一系列的行政行为，学者从宪法理论、行政法、法理学和民商法角度做出了分析。

冯玉军[4]（2008）从法理学角度分析认为，限行问题的根本在于公民社会中的利益冲突。莫纪宏[5]（2008）则

从宪法理论角度说明，政府有权实行“尾号限行”这一措施，但需要考虑该措施是否能够有效实现“社会公

共利益”，并且需要听证程序等严格的法律程序来保证该行为的合宪性和正当性。从行政法的角度看，余

凌云[6]（2008）利用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和法益相称性理论来说明机动车限行

等公权力的干预行为严重程度应该与理由的充分程度非常成比例，处理该问题采Hesse K.建议的“可行性

协调原则”。孙蕊[7]（2008）认为，限行令的发布是对行政法中信赖保护原则的违反，是对机动车主行政许可

的部分权利勾销。姚辉[8]（2008）从民法角度总结了权利限制的理论，提出限制私有财产权使用的依据是

“公共利益”并需要恰当的方法和程序来界定“公共利益”。

总结以上相关文献，关于机动车“尾号限行”措施，问题集中在政府行政行为干预私人机动车的使用的

依据主要是“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的界定成为了关键。

1.3 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公共利益理论

公共利益理论认为，政府管制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提高经济效率，从而实现公共利益的目标。在

划分政府和市场时，以“市场失灵”为基本界限。市场失灵的4个主要特征就是：不完全市场（主要体现为垄

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和公共产品 2 。而经济学家认为在法律上“公共利益”的客体应该是经济学中的

“公共产品”。经济学上的“公共产品”由于其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收益上的“非排他性”，与“公共利益”

的客体概念最为接近。从“公共产品”这一经济学概念出发，可以清晰的判断其上所承载的利益是否属于

公共利益范畴。

从机动车的“生产－交易－使用”三个环节来看，无论是生产汽车的要素市场，还是机动车的交易市

场，都不存在“市场失灵”描述的情形，政府不应该实施行政干预。在现实的政府政策中，汽车业是我国工

业部门的支柱产业，政府利用税收等手段提供优惠政策，大力鼓励中外合资、促进民族汽车业发展。北京

市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就明确提出了汽车业发展总目标：“到2010年北京汽车产业工业总产值、工业增

加值分别占全市工业的 18%、13%，对北京市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 30%。在全国各省市排位进入前 5名。

成为依托首都优势，与首都资源禀赋相协调的主导产业。”[9]理论和现实层面来分析，政府只能限制使用环

节，以减少路面上行使的机动车数量。

从经济学的“市场失灵”理论出发，城市道路（高速公路除外）本身是一种公共产品，即增加一辆车的行

使不增加成本，但排除一辆车的上路需要大量成本（例如需要专门的人力进行跟踪监察）。但我们同时也

不得不意识到，诸如道路等公共产品的使用面临另一极端的状况，极可能出现“公地悲剧”3（Tragedy of

Commons）。目前北京市的道路交通就是一个“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

“公共利益”所附客体“公共产品”出现了使用过度导致了诸多负的外部性影响，即“公地悲剧”。我们

可以认定该领域出现了“市场失灵”，这是政府实施监管（包括行政立法）的依据。除了“市场失灵”，公共利

益监管理论的另一前提是政府代表公共利益并且可以实施有效的监管。我们在接受这两个假设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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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机动车“尾号限行”这一政策做进一步的成本收益分析。

2 机动车“尾号限行”的成本收益分析

2.1 成本收益分析方法

成本收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是分析法律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产生的成本和效益，通过成

本和效益的评估，提供立法与不立法、坚持一种制度设计或者放弃另一种制度设计的比较与选择。立法的

成本效益分析的前提条件是，分析的对象要有市场、有交易、有价格，运用市场中的经济数据，评估成本和

效益，总效益与总成本之差是净效益，最终都能用货币形式表示。民商法和经济法中的对象，大多数是有

市场交易和交易价格的。

在社会法和环境法中，有很多对象是难以用成本效益直接表示的，如安全、健康、卫生、环境保护和生

态平衡，这些对象本身不是商品，没有交易市场，也没有交易价格。对这类没有交易市场和交易价格的对

象，一般使用成本有效性分析方法进行分析。

成本有效性分析（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是分析法律法规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比较投入不

同的成本，选择有效成本，即效益既定下的成本最小化，或者成本既定下的效益最大化。这些没有交易市

场和没有交易价格的对象，效益一般通过较长一段时间反映出来，有些效益是不可估量的。

美国12291号总统行政命令规定，一项政策或者立法建议的收益必须超过（outweigh）成本，而克林顿

总统在 12866号总统行政命令中将“收益超过成本”改为“收益可以证明成本合理性”（benefit must justify

cost），弱化了成本收益分析的标准。在欧盟的立法影响 4 分析实践中，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核心工具的

“影响评估报告”不具备法律效力，只是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立法建议和参考。

2.2 机动车“尾号限行”的成本收益分析模型

利用以上介绍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针对机动车“尾号限行”这一抽象行政行为（即行政立法），应该对

其产生的和预期影响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

机动车“尾号限行”的成本可以从政府的行政成本和消费者成本两方面分析。

2.2.1 行政成本

行政成本包括立法成本 5 和执法、监督成本。

立法成本包括：

1）收集立法信息、立法资料以及形成立法草案的支出；

2）调研的支出；

3）专家咨询、论证费用支出；

4）听证会、座谈会等征询意见的支出；

5）制作法规规章文本、公布与传播法规、规章的支出；

6）其他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

监督成本包括：

1）增加执法人员的开支；

2）增加监督设备的费用（包括原有设备更新）；

3）建立违规处罚系统的费用（包括违规缴费、开出罚单等行政支出）；

2.2.2 社会成本

1）物流和货物运输业的经济损失：由于物流和货物运输业对机动车的依赖程度很高，“尾号限行”实质

上降低了相关企业可支配的汽车数量，从而降低了运力，增加了运营成本；

2）汽车行业经济损失：由于“尾号限行”政策，大城市汽车销量下降的部分给汽车厂商和经销商带来的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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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机动车所有人的成本：机动车所有人由于限行选择替代交通方式的费用、车辆闲置的停车费用和家

庭购买第二辆汽车的费用。

机动车“尾号限行”的收益包括很多方面，包括道路拥堵状况的降低，尾气排放、噪声减少等环境的改

善和部分群众对政府政策的满意度，等等。在收益方面，很难全部量化。更有效的方式是将限行措施的收

益定义为“实现既定目标的程度”或者“实现既定目标的预期效果”，即该项措施的“效率”。我们在考核收

益的“效率”时，应该考察以下几个因素：

1）由于限行政策考虑购买第二辆汽车（多数为二手车）的家庭数量 6 ；

2）尾号限行中的“尾号”选择：从奥运期间的“单双号”到“五天尾号轮换”，限行私家车的数量大幅减

少；

3）限行的范围、没有纳入限行范围的机动车数量及其使用效率（即机动车每周上路天数）。

3 成本和收益的分析模型：限行的时限和限行的强度

上述成本和收益的列举，并不一定全部量化，进而论证收益大于成本或者社会净福利大于零。而是为

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个立法评估的分析框架，在立法中考察成本和收益的诸多因素，保证实现“公共利益”的

目标和实现手段的效率。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成本收益模型对机动车“尾号限行”进行动态的定性分析。总结上述影响和

收益的因素，两个因素的影响较为明显，即限行政策执行的时限和限行的强度。

我们假设限行的社会总成本 C 和社会总收益 B 分别是限行时限T和限行的强度R的二元函数，可以

写成

C =C( )TR B =B( )TR

为了方便分析，我们首先在图1和图2中分别以执行时限 T 和执行强度 B 作为因变量，建立二者与 C

和 B 的一元函数关系。

限行的时限会影响公众对于政策的态度，及其做出的反应。在奥运期间的临时禁令，对于机动车所有

者来说，有一个稳定的预期，短期内会很容易遵守规则，该政策的守法成本 7 很低。但在限行政策被长期保

留，他们可能考虑买二手车回避政策或者在监督不严格的道路区域违反规定上路等，其守法成本随限行时

限增加而不断增加。对于执法监督者来说，长期内需要添加大量人力物力来维持限行措施的运行和监管，

监管和执法成本亦随着限行时限的增加而不断增加。由于长期内，更多人会回避政策带来的麻烦，该政策

的效率会下降，根据我们衡量收益的标准，我们认为社会总收益会随限行限行时限增加而降低。如图1所

示，由此可得出结论：社会总成本 C 是限行时限 T 的增函数，而社会总收益 B 是执行限行时限 T 的减函

图1 限行时限因素影响的成本收益分析模型
Fig.1 Cost-benefit analysis model of time limit factors

图2 限行的强度因素影响的成本收益模型
Fig.2 Cost-benefit analysis model of controlling

intensity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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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C 与 B 的交点为 T0 。

限行的强度包括限行的区域、限行尾号的数量 8 和执法监管的力度。如图2所示，初始阶段现行强度

的增加（如奥运期间的限行政策），会使得收益增大（当 T < T ′* 时）；但进而采取严厉的限行原则（例如延长

每天限行时长、将限行区域扩大到整个北京市等），机动车主同样会做出规避政策的反应（如购买廉价的二

手车等），可能导致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和拥堵状况无法改善，社会总收益降低（当 T > T ′* 时）。而加大限行

的强度，必然导致社会总成本的增加。根据图2，社会总成本 C ′是执行强度 R 的增函数，而社会总收益 B′

会随着执行强度 R 的增加先递增后递减。 C ′与 B′的交点在 T ′0 。

根据上面两个一元函数的分析我们可以将社会总

成本和社会总收益放在同一坐标系中来分析，如图 3。

C 随着 T 和 R 的增加而增加，是从原点出发的一束向

右上方倾斜的直线，斜率由 T 和 R 的搭配共同决定。

而根据 B 与 R 和 T 的关系，在赋值上越接近原点，B

值越大，即 B1 >B2 >B3
9 。

从图 1和图 2中我们可以分别寻找成本和收益的

交点，即 C =B ，并以此作为局部因素分析的标准。在

制定和执行限行政策时，找到合适的限行时限和限行

强度。在图 3中，我们可以综合考察在一定的收益水

平下的 R 和 T 的取值，在分析该取值的组合对应的成

本是什么，进而全面的分析成本和收益。

3 结论

《通告》及相关政策的实施属于行政法上的抽象行政行为，属于立法行为。该行政行为对象的权利和

义务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也改变了对私家车使用的行政许可的部分权利[10]。目前，该行政立法行为因为

缺乏宪法和法律的依据而显失公平；也因为其没有对政策的制订和实施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而缺乏效率。

所以，在程序公平和效率分析两方面立法者都应该加强专家的论证和公众参与。

立法者应该通过调研、听证会等保证法规制定和实施的程序正义；从法规的内容上，作者建议立法者

采取有效的法经济学分析方法，例如“市场失灵”、成本收益分析等，对“尾号限行”政策进行判断和评估，并

对影响其成本收益的执行时限和执行强度进行分析，寻求最优的“限行”方案。

本文在这两方面为政策制定者和立法者提供了一个法经济学的分析思路。机动车“尾号限行”是否可

以延续，应该在程序、内容和影响上接受各利益群体的建议和意见。如果进一步的分析中，该政策的收益

远远小于成本，我们可以考虑停止该政策措施，并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分析提高燃油税、提高车船使用

税、调整道路规划、发展公共轨道交通等替代方案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从而寻求既定目标下的最优

方案或者最优方案组合。

注释：

1 参见《道路交通安全法》三十九条和《办法》第二十四条。

2 公共产品，增加一个人的消费不增加成本，减少一个人的消费需要巨大成本。公共产品因为具有外部性，应该由政府提

供。

3 公地悲剧，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从而造成

资源过度使用和枯竭。公共产品由于产权无法清晰界定而被过度使用或者侵占，就很容易造成“公地悲剧”。

图3 限行时限和限行强度的成本收益分析模型
Fig.3 Cost-benefit analysis model of time limit factors

and controlling intensity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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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见《欧盟立法影响评估指南》（“EU Impacts Assessment Guidelines SEC（2009）92”）。

5 引自《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立法成本效益分析工作的实施意见（琼府办〔2007〕130号）》。

6 墨西哥城在实施汽车尾号限行过程中，很多家庭购买二手车来回避这一措施，从而降低了限行措施的效率，经验值得我

国限行政策的制定者借鉴。

7 守法成本，是指对于不同群体来说遵守该项政策或者法规的时间和费用等。

8 限行尾号数量越多，其限行的强度越大，例如北京市奥运期间限行的“单双号”限行强度大于延续下来的“五天轮换”措施

的强度。

9 这里需要说明两个附加的前提：（1）T和R在影响人的反应和行为上有替代作用，即在一定情况下，延长限行时限和加强

限行强度可能带来同样的结果，但边际替代率是递减的，所以呈现出图3中的曲线；（2）我们在长期分析中忽略了起始阶

段 T < T ′* 的部分，以便于T和R的二元坐标系中说明成本和收益的总体趋势。由于B的曲线只是一种序数的排列，所

以图3中两个曲线的交点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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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Analysis on the Policy as“Traffic Control by Plate Numb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w and Economics

Hu Jianyu

（School of Law，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0088，China）

Abstract:“Notification on Regulation of Traffic by Beijing Government”continues the traffic control mea-

sures during the 2008 Olympics to limit traffic control by plate number. It makes adjustments in some way.

Such abstract administrative action has great influence on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the behavioral object，

and involves the many conflicts of interest. Based on the summarization of traditional legal viewpoint and analy-

sis methods，by using“public interest”theory，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e economic basis of“traffic control

by plate number”. It introduces“cost benefit analysis”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the legislative suggestions for

lawmakers and policymakers，providing an evaluation legislative suggestions and policy analysis methods.

Key words：traffic control by plate number；public Interest；market failure；cost-benefi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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